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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历来都被视为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而宋学既是其重要的思想与学术

基础，也是其重要的文化符号。由于宋学所具备的较强烈的义理化趋向，使之与汉学主体上更为重视

章句训诂、墨守经义而至于繁琐的学术特点颇为不同。不同的背后，则有着由唐至宋的一个十分精彩

的思想史过程。而这一思想史过程同时又是在唐宋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重大社会史背景中展开的，其

主要推动者是社会地位日渐上升的士大夫群体。

一、古文运动

漆侠先生指出：“宋学形成于宋仁宗统治期间，庆历新政前后（1043—1044）是宋学形成的阶段。”

并且，“从学术的渊源看，它受到中唐以来韩愈、李翱等儒家道统说和一些学者疑经的深刻影响”[1]。而

韩愈等正是古文运动的主将。古文运动“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转变时期所形成的一场儒学复

兴运动，也是一场文学改革运动”[2]。儒学的复兴实乃古文运动最根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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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文运动的社会文化背景

魏晋六朝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门阀世族社会，而门阀世族社会的维系，最根本的就是依靠“礼”对

社会阶层等差的规定。所以，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说：“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尤然。”[1]

“礼”对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具有极大的功用，对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就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

阐述。如荀子说：“义者循礼，循礼故恶人之乱之也”（《荀子·议兵》），“循礼”即不希望人们扰乱社会的

既有秩序，所以，他一再强调“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荀子·仲尼》）。而《礼记》

也指出：“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记·乐记》）礼乐合用，所希望达到的社会效

果就是：既等级森严，又和谐稳定。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首先要熏陶驯化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于是政

治思想家们就有了“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乐论》）的认识。从先秦以来的传统社会中，礼乐

文化的繁荣即与此有着本质联系，故而对于礼制的编修与完善是历朝历代都不曾疏忽懈怠过的。

其中，《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是有唐以来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礼典，历经贞观、显庆、开元年

间的三次修订，“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2]。而魏晋至初、盛

唐时期，皇室贵族对“礼”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对礼制的完备建设方面，也体现在不遗余力的社会推广方

面，这使得“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3]，有效地维护了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合法性。

到中唐之后，随着杨炎“两税法”和租佃制的推行，一些庶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经济实力极大增

强，并且又借助科举制度进入了统治集团的中上层，遂越来越多地获得了政治上的地位。与之相反，

自魏晋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世家大族的权势和地位则江河日下。随之而来的，便是庶族士大夫

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对于为世家大族所利用的“礼”的抵制与重新诠释。如古文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韩

愈、柳宗元等都对“礼”表示过不满，韩愈在《读仪礼》一文中说：“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

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4]韩愈认为《仪礼》难读，究其根本，主要是因为觉得它

离现实生活较远，没什么实际用处，实在是找不到恢复施行它的理由，所以读来索然无味，自然是“难

读”。从中我们就可感受到韩愈对古礼的兴趣如何了。而柳宗元对“礼”的质疑和批判更是直截了当，

他针对《左传》所言之十恶不赦的“六逆”行为“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作了

一篇《六逆论》，说：“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也。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

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5]这对于自汉以降的传统礼法观而言，不啻是较大的颠覆和改造。

当然，韩、柳等人对礼法观的颠覆并非要将其彻底推翻以重建一套全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而只是

否定汉魏以来的官方儒学，要求承继先秦，重续自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以来的儒学“道

统”。韩愈表明自己“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认为正是由于荀子、扬雄等人“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

详”，使得道统一度中断很长时间，所以他力拒释、道两家之“异端邪说”，强烈主张复兴先秦儒学，“使

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6]。柳宗元也声言自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

安元元为务”[7]，以继承尧舜孔孟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福泽天下苍生为职志。由此可见，韩愈等人发

起古文运动，其背后有着强烈的儒学道统情结和政治关切。

[1]〔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68页。

[2]〔宋〕欧阳修、宋祁：《礼乐志第一》，《新唐书》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8页。

[3]〔梁〕沈约：《恩幸传》，《宋书》卷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31页。

[4]〔唐〕韩愈：《读仪礼》，《韩昌黎全集》卷十一，〔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83页。

[5]〔唐〕柳宗元：《六逆论》，《柳河东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6]〔唐〕韩愈：《与孟尚书书》，《韩昌黎全集》卷十八，第268页。

[7]〔唐〕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柳河东集》卷三十，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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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文运动的内容、实质及影响

古文运动在文学上的批判对象主要是骈文。骈文又称骈俪文，以四六句式为主，由于过度讲究对

仗的形式技巧，往往束缚了内容的有效表达。骈文体在魏晋时期出现，到南北朝达到鼎盛。大约是在

唐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文风则逐渐发生了变化。安史之乱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

相继提出了文体改革的问题。他们认为“文章之道”重在伦理教化，只有突出了伦理教化的意义，文章

才会内容充实，气质雄正，具备充分的社会价值。如梁肃在《祭独孤常州文》中引用独孤及的话说：“文

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长保，华而不实，君子所丑。”[1]要求“文以载道”，并强调因“道”而成文的新文学

思想。但六朝骈体文却因拘泥于形式而“文不足言，言不足志”[2]。所以，既然骈体文不仅缺乏思想性，

表现力也有问题，改革文风以促进思想的解放就成了当务之急。

到了韩愈和柳宗元的时代，骈体文已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革，实际上韩、柳所倡导、发动的古文

运动也并非专为反对骈体文而起。如韩愈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

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3]柳宗元也申言曰：“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

者皆是也。”[4]二人均秉承了儒家强烈的事功精神，主张儒者在得志时当为君尽忠、为民效力，不得志时

亦须“以文明道”，发扬光大儒学传统。所以，借文体的改革倡导政治改革，最终复兴儒家的思想文化，

“接乎孟子之传”，这才是他们发起古文运动的真正目的。

北宋初，柳开、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在古文运动的先驱者韩愈、柳宗元复兴儒学的主张的基础

上又更进了一步。如宋真宗即位之初，柳开就在《上言时政表》中建言：“若守旧规，斯未尽善；能立新

法，乃显神机。”[5]石介十分推崇柳开，说他“著书数万言，皆尧、舜、三王治人之道。”又说：“仲涂（柳开之

号，笔者注）之道，孔子之道也。夫人能知孔子之道，施于天地间，无有不宜。以之治民，以之事君，以

之化天下，皆得其序。”[6]这里明显表现出了对于韩愈“道统”思想的继承，而在对先秦儒学“治人之道”

的强烈向往方面则有过之。

另外，从北宋中期开始，科举制度也出现了变革。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的做法渐

被摒弃，经义考试则在科举中逐步受到了重视。当时的经义考试已没有了僵硬死板的解经要求，考生

既可依陈说铺叙，也可按己意解说，这为以理解经义内涵为主的新儒学的产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于

是，在北宋中期的儒学领域中，学者们对以唐初《五经正义》为代表的旧经学体系产生了质疑，汉唐学

者专事训诂笺注的遗风随之渐渐退隐。最终，“注重义理，以己意解经”这一经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

转变得以彻底完成。上述科举考试内容方面的变化，即表明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取得了实质性

的成功，其思想动力主要就来源于唐宋古文运动复兴先秦儒学以及文体改革的现实需要，反过来它又

对古文运动的发展起到了较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疑经惑传思潮

自唐初孔颖达等人奉命编修《五经正义》，统一经学注疏之后，学者沿袭汉魏以来的章句注疏之

[1]〔唐〕梁肃：《祭独孤常州文》，《文苑英华》卷九百八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4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609页。

[2]〔唐〕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9册，第632页。

[3]〔唐〕韩愈：《争臣论》，《韩昌黎全集》卷十四，第219页。

[4]〔唐〕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柳河东集》卷三十，第484页。

[5]〔宋〕柳开：《上言时政表》，《河东集》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5册，第310页。

[6]〔宋〕石介：《送刘先之序》，《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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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坚持“注不驳经、疏不破注”的解经传统，墨守《正义》，不敢越其雷池一步。对此，晚清学者皮锡瑞

评价道：“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

莫敢异议矣。”[1]这不仅束缚了经学的正常发展，也抑制了人们在解释经典方面的创造性，使得整个社

会的思想意识形态都趋于保守，儒学的发展因而受到了严重阻滞。到了中唐时期，针对儒家经学的这

一现状及佛、道两教的蓬勃发展对儒学思想主导地位的威胁，一些士大夫开始积极审视儒家经学内部

的发展状况，并对传统经说产生了怀疑，学术界和思想界出现了一股疑经惑传的新风尚。

如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大胆指摘《尚书》和《春秋》诸经中多有造假和“虚美”之言，这一对儒家

经典的质疑和批判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极大震动。成伯屿著《毛诗指说》一卷，也据臆测提出《毛诗

序》首句并非孔子亲作，而是子夏所传，其余皆是毛苌所续的大胆之言。此后啖助及其弟子赵匡、陆淳

专治《春秋》，分别有《春秋统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辩疑》等著述问世，师徒三人均试图摆脱三传旧

说的拘束，仅凭一己之意推断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义”。他们在著述中采用证据极少，其本意也仅

在于借助经义的发挥表达对时政的不满，从而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都超出了汉唐传经的家法

范围，开了后世学者疑经惑传风气之先河。不过，当时普遍的经学传承情况则仍如皮锡瑞所言：“经学

至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之遗也。”[2]

到了宋仁宗时期，诸儒的疑经思潮愈演愈烈，不仅敢于疑传注，而且对经典本身也产生了怀疑，甚

至还以己意篡改经文。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即是孙复、欧阳修、刘敞、王安石等人。

孙复自四十四岁起隐居泰山收徒讲学，庆历二年（1042）得范仲淹举荐任国子监直讲，其“讲说多

异先儒”，对传统的注疏之学多不屑一顾。他在解《春秋》时，“不惑传注，其言简易，得经之本义”[3]。但

孙复等人还主要是疑传注，到了欧阳修，则进而开始怀疑经典本身。他指出：“自秦之焚书，六经尽

矣。至汉而出者，皆其残脱颠倒，或传之老师昏耄之说，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间，是以学者不明，异说纷

起。”[4]此外，在《诗本义》中他也用“臆说”“衍说”“曲说”“妄说”等词，对毛《传》、郑《笺》提出了非议，并

在《易童子问》中对《易》的经传也提出了质疑。所以，四库馆臣就认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

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5]

继欧阳修之后，刘敞是疑经派的又一代表人物。他不仅疑经，甚至还改经。《四库全书总目》就曾

指出：“（敞）皆改易经字，以就己说。……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敞之

说经，开南宋臆断之弊，敞不得辞。”[6]不过，四库馆臣也评价说：“宋代改经之例，敞导其先，宜其视改

《传》为固然矣。然论其大致，则得经意者为多。”[7]因此，刘敞虽多以己意解经改经，但多数情况下都能

令人信服。而他的这一解经方式，又正好代表了宋代学术新的发展方向。

王安石作为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经典的怀疑和挑战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他摒弃“先

儒旧说”，重注《周礼》《尚书》《诗经》，作《三经新义》，其主要意图乃是以之作为改革的思想理论根据。

一方面，王安石认为：“然孔氏以羁臣而与未丧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没之圣，异端虽作，精义尚存。

逮更煨烬之灾，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胜质，传注之博溺心，此淫辞诐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

为隐。”[8]在他看来，秦火之前，孔、孟尚能承续并固守尧、舜、禹和文、武、周公等圣贤之精神，然而在“焚

书坑儒”之后，这一道统传承体系就出现了混乱，儒家文化的精髓已难以真正把握和追寻，汉魏儒生的

“旧说”已不足为信。所以，重释经典就势在必行了。但另一方面，又正如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所收

[1][2]〔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7页，第220页。

[3][5][6][7]〔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4页，第122页，第270页，第215页。

[4]〔宋〕欧阳修：《问进士策三首》，《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326页。

[8]〔宋〕王安石：《谢除左仆射表》，《王文公文集》卷十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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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著《周官新义》的“提要”里说：“然《周礼》之不可行于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

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

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1]这就充分说明，重释经典在王安石这里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意

义，更是具备了政治改革的工具性价值。

由中唐而起的疑经惑传思潮，经两宋孙复、欧阳修、刘敞、王安石与二程、朱熹等的发展，其余风一

直延续到明清。正是由于这股在中国经学史和思想史上意义十分重大的学术思想的自我解放之风，

激发了儒学新的生命力，为宋学的成熟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三、三教论衡中儒学对释道思想的批判与借鉴

在由唐至宋的朝代更迭中，社会虽然历经动荡，但在思想文化的进程里却有一条主线贯通始终，

那就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彼此不间断冲突与融合。汉魏以来儒学的不断自我革新以至宋学的最终形

成，就是在这一片思想沃土中结出的累累硕果。

1. 儒、释、道三家鼎立

目前较为通行的说法认为，佛教初入中国当是在西汉末年的哀帝时期。经过数百年时间大量译

介佛经和广建庙宇、收聚僧徒，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已经十分兴盛。当时，“南朝四百八十寺”，仅在

南朝首都建康一带，就有僧众十余万人；而北魏“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

一十九卷。……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2]，其发展规模更是令人震撼。到了唐

宋时期，随着新佛教宗派的纷纷出现，佛教的发展达到了其发展史上的顶峰，与儒、道鼎足而三，形成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格局。

道教的正式形成是在东汉中、后期，即公元125—215年间。到了唐宋时期，道教与佛教一样都获

得了极大发展，尤其是在唐代更是达到极盛。李渊父子起兵时，就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而自称老子

后裔。武德元年（618），李渊登基，又正式昭告天下自己与道教教主老子的血统渊源。他还在羊角山

修建伏龙观，将老子供为宗祖，且将羊角山改名为龙角山。事实上，李渊父子能够拼得天下，道士们也

是功不可没的。在隋末的混乱时局中，许多道士都制作并宣扬了大量如“老子度世，李氏当王”之类的

符谶为李唐造势。甚至还有一大批道士直接投身于李渊父子的麾下，为李唐江山的鼎定立下了汗马

功劳。在这样的背景下，道教在整个唐代都十分兴盛，尤其是在唐初，更是备受尊宠。高祖和太宗多

次颁赏道士，在先后三次的佛、道高下之辩中，高祖李渊都直接表明了“道大佛小”、支持道教的态度。

但是，在政策方面，总体上说来唐王朝仍是沿袭前朝旧制，采取“三教齐立”的调和兼容政策，让

儒、释、道三家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尽可能地相互调适兼容，从而更有力地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其主要

原则是以儒家的伦理和哲学观念体系为基础，以佛、道二教为补充，使三者在相互制衡的动态平衡中

最大程度发挥出各自的社会教化功能，以有效调和各种社会矛盾，稳定民心。其中较为典型的做法就

是“三教论衡”的辩论方式，唐高祖李渊就曾主持过这种辩论，并认为：“儒、玄、佛义，各有宗旨”[3]，皆有

可取之处。张九龄在《贺论三教状》中也记述了唐玄宗时“召诸学士及道、僧讲论三教同异”的情况[4]。

而举办这样的辩论，即充分显示出了统治者协和三教使之为己所用的目的。

总体而言，唐宋时期的儒、释、道三家一直都是在此消彼长、既彼此排斥又互相借鉴融合的关系中

[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50页。

[2]〔齐〕魏收：《释老十》，《魏书》卷一百一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26页。

[3]〔唐〕刘肃：《褒锡》，《大唐新语》卷十一，〔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页。

[4]〔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34-29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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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足而三、共同发展的。当然，三家的并立只是从宏观的历史视野上来看是如此，在具体的历史阶段

中，则往往各有胜场，难以保持绝对的力量平衡。其间，彼此在王权的主导或参与之下不断进行博弈

和较量。而儒、释、道三家的相互激荡碰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唐宋思想文化繁荣昌盛的主

要原因之一。

2. 儒家对释、道二教的批判

最高统治者对于佛、道二教的尊崇与宣扬，既有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统治地位的政治诉求，也有其

渴望长生不死以及满足精神需求等方面的原因。而在佛、道之间所表现出的某种具体偏向，则是出于

各个帝王的不同喜好或政治需要。但无论如何，两教在各种纠结中交替盛衰，共同发展了起来，而且

逐渐表现出了“艺术化倾向”[1]，为推动唐宋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两教的昌盛又给儒家

思想的社会正统地位带来了很大冲击。一些具有儒家道统观念和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奋起抵抗，大张

旗鼓地掀起了一场抵排佛、道两教的运动。

早在唐初时，太史令傅奕就曾上书严厉抨击佛教，指其“剥削民财，割截国贮”[2]。在武则天时期，

许多士大夫出身的大臣对武则天过度宠信佛教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纷纷从儒家礼教和国家兵

源及赋税等角度出发，上书反对佞佛。同时，在唐初被奉为国教的道教也通过各种方式从不同层面试

图影响佛教的地位。而尽管这一阶段对佛教的排斥与批评不绝于耳，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和高

度。韩愈则不同，他一方面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论，树起复兴儒学的旗帜；另一方面，他对两教之于国家

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诸方面流弊的批判也更为深刻[3]，再加上古文运动在文学及政治思想方面的改

革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因此他的排佛主张也就更具号召力。会昌二年（842）武宗灭佛，除了道教人士

的推波助澜之外，便与韩愈的《论佛骨表》等排佛檄文有很大关系。

宋初时，“三先生”之孙复、石介即以排佛老为己任。孙复批判佛老所宣扬的死生祸福、因果报应

等理念为怪诞之说，并通过阐述历史上一些帝王迷信佛老，最终“沦胥以亡，势不克救”的历史教训，警

告统治者要勤于政事，不得为佛老所惑。石介在复兴儒学，排斥佛老方面比孙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

将佛老等“异端邪说”比作“盗贼”，将儒家传统文化比作“主人家”，而称自己为“主人”之“奴”，以表明

自己批判驱逐佛老之学说“至于死且不避”[4]的决心。

欧阳修对佛老之学同样持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态度。在他看来，佛老对社会的迷惑已经是十分严

重了，而“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论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5]。认为二教教义中颇多

荒诞虚伪的内容，其基本精神则可以用“贪生畏死”来概括。并且，他还嘲讽唐玄宗“方溺于此，而又慕

于彼，不胜其劳，是真可笑也”[6]。对统治者沉溺于佛老之中的行为给予了批评。

两宋理学家对佛老的批评主要在于二氏空谈性命义理而使得儒家所奉持的纲常伦理无处着落，

与儒家入世精神相扞格。其中最早对佛老之学展开强烈批判的是张载，他斥佛老“以空为真”“有生于

无”，“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7]。认为佛老思

想尽管彼此有所不同，但都否认宇宙本体与社会人生的实存性、完整性，抛却对社会应有的关照和担

当。二程明确指出佛老惑人至深，不仅普通百姓沉迷于其中，甚至大批士人都受到诳惑，使得儒学思

[1]孙昌武：《唐代佛道二教的发展趋势》，〔天津〕《南开学报》1999年第5期。

[2]〔唐〕释道宣：《箴傅奕上废省佛僧表》，《广弘明集》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8册，第374页。

[3]〔唐〕韩愈：《论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十九，第456-458页。

[4]〔宋〕石介：《怪说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第63页。

[5][6]〔宋〕欧阳修：《唐华阳颂》，《欧阳修全集》，第1162页，第1162页。

[7]〔宋〕张载：《正蒙》卷一，《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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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因而“所以害尤甚”[1]。强调佛教虽重心性修养，却没有下学功夫：“佛氏之

道，一务上达而无下学，本末间断，非道也。”[2]批评“释氏无实”[3]。其所谓“无实”既是指释氏无下学的

实践功夫，也是指佛学中无客观实存之理。而儒家的“理”则是客观存在的理论实体，无形却也绝非佛

老的“空”“无”。如二程说：“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心；实

有是心，故实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终而言也。”[4]对于道家和道教思想，二程的批评则主要集中在其长

生成仙的宣传和鬼神观等方面，但同时又认为“道家萧索”[5]，相比佛教在危害程度上要轻许多。

朱熹对佛老的批判与二程基本相同。他说：“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

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6]又具体指出，由于佛学讲缘起性空，强调一切法皆无自性，其性、理为空

性、空理，否定了超越的、实然的理的存在，而儒家之理皆为客观实存。因此，他常以理之虚实有无论

儒释之别，如曰：“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吾儒心虽虚而理则实，若释

氏则一向归空寂去了。”[7]在朱熹看来，因为佛氏不了解理为实理，故而以作用见性，强调在日常社会生

活中于具体的行住坐卧、发心动念上体察空性，故而要将性落入空寂，理当受到批判。陆九渊则以儒

家的义利公私立场来批判佛学：“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8]又说：“释氏立

教，本欲脱离生死，惟主于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9]按照象山的说法，佛教本以了生死、脱苦海为个体

的终极追求的，可惜落在了一己之私的窠臼，反不如儒家一方面积极入世，另一方面又以天理之当然

为至高准则与追求从而超越了个体功利。

3. 儒家对释、道二教思想的借鉴吸收

儒家对佛老之学的批判重心与视角，大体经历了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外在事功价值到内在心性义

理体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过程，其实也正是儒释道三教在彼此间的冲突抗衡中无论是社会关系还

是学术思想都在不断融合调整的过程。

譬如韩愈，在与道教方术人士交往时就曾有过一段服食丹药的经历，而其晚年被贬潮州又与大颠

和尚过从甚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韩愈颇为宋儒所不满。对此，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退之从其兄会

谪居韶州，虽年颇幼小，又历时不甚久，然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学之发祥地，复值此新学说宣传极盛之

时，以退之之幼年颖悟，断不能于此新禅学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然则退之道统之说

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

哉！”[10]由此可见，韩愈对佛老也并非全然排斥，尤其是他为后儒所极力称许的“道统”一说，实乃受禅

宗的影响而来。在唐宋时期的儒学士大夫身上，对佛老思想的排斥与兼容的辩证统一可以说是一种

较为普遍的现象。

历来被视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其学说更是深受佛道两教的影响。他最受重视的哲学理论“太极”

说，集中体现于其《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中。而《太极图》的理论渊源“有可能是以《道藏·太极先天

[1][3]〔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三，《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页，第138页。

[2]〔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第1179页。

[4]〔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八，《二程集》，第1160页。

[5]〔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38页。

[6][7]〔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3932页，第3933页。

[8]〔宋〕陆九渊：《与王顺伯》，《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页。

[9]〔宋〕陆九渊：《语录上》，《陆九渊集》，第399页。

[10]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0-321页。

42



儒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8/3· ·

图》为蓝本，吸收佛教禅师《阿黎耶识图》，并依照陈抟的《无极图》，而制造出来的。”[1]此后道教或佛教

又吸收了周敦颐的《太极图》图式而对各自的《太极先天图》和《阿黎耶识图》进行了改造。

此外，从《横渠先生行状》来看，张载也有“访诸释、老之书”多年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2]的经历，

其“虚空即气”观念的提出与佛老以“空”“无”为至上本体的思想直接相关。二程中的程颢同样“泛滥

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3]，虽然二程排佛老甚力，但其思想中的佛禅因素却也常为朱熹所诟

病。尤其是二程弟子们的思想多流入佛老一途，更是令朱熹引以为恨：“程氏既没，诵说满门，而传之

不能无失，其不流而为老子、释氏者几希矣，然世亦莫知悟也。”[4]不过，朱熹自己也曾“出入于释、老十

余年”[5]，并在礼部应试中以禅学思想解读《易》《论语》《孟子》诸经经义而得中进士。从朱熹与佛、道的

关系来看，“朱熹前期较崇佛学，晚年对道教兴趣有增”，同时，“就朱熹与道教关系的最引人注目者，是

他注释《参同契》和《阴符经》一事”[6]。朱熹通过注释充满道教色彩的《参同契》和《阴符经》，借鉴其中

的术数思想来完善自己的易学体系。当然，朱子学对佛老之学的吸收远不止于此。而陆九渊思想中

禅宗的影响更为浓重，其“心即理”的宇宙本体论不仅是对孟子、程颢之心性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也受

到了禅宗心论的很大影响。朱熹就曾批评说：“子静却杂些禅，又有术数，或说或不说。”[7]可见两宋理

学家无不受到佛老思想的深刻影响，以朱、陆而言，后人便有“朱子道、陆子禅”的说法。

理学家们在其学思历程中出入于佛老之学的经历，使得他们的学术思想体系中既有本着儒学本

位的道统观念而产生的对于佛老“异端”的排抵，也有于自觉不自觉中对佛老思想的借鉴和吸收，为理

学宇宙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的建构与哲学思辨方法的完善等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可以说，

“宋明理学在宋代出现，这与长期以来儒佛道三教在冲突中又相互融合吸收是分不开的。”[8]而理学的

深入发展，代表着宋学的义理化程度已达到了巅峰，表现出了与汉学大为不同的理论形态。因此，在

今天看来，任何学说体系若要持续保有生命力，都需要与时偕行地不断做出自我调适与革新，在这一

过程中异质思想的刺激和交流是不可或缺的。而由唐至宋七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儒释道三家的鼎立

与相互间的碰撞激荡所拓展开的相对开放自由的思想舆论空间，便为三者的发展都奠定了重要基础，

尤其是从宋学的思想史发展路径来看，就更是如此。

四、结语：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交织

古文运动通过文体和文风的变革，形成了话语方式的解放，推动了儒学思想的解放与发展，为疑经

惑传思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从中唐开始，到两宋走向极致的疑经惑传思潮，则通过对儒学自身的经典

解释体系的开放式重构，催发了两宋儒家思想与学术的蓬勃兴盛。而在佛、道两教的冲击下，儒学的批

判精神、理性精神得到了更有力地发掘和展现，尤其是在与佛、道两教颉颃的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高

度义理化的理学体系，更是赋予了两宋儒学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之在中国璀璨的历史星河中闪耀出了

夺目的思想学术的光华。上述三大思想运动分别从内外不同层面交互构成了推动宋学产生和发展的

学术思想的合力，而在随后的思想史发展中，它们自身也成为了广义上的宋学的重要部分。

[1]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2]〔宋〕张载：《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第381页。

[3]〔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第638页。

[4]〔宋〕朱熹：《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803页。

[5]〔宋〕朱熹：《答江元适》，《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朱子全书》第21册，第1700页。

[6]陈少峰：《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7]〔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朱子全书》第18册，第3892页。

[8]洪修平：《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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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得以形成的这一思想史进路，有着很重要的社会史背景，那就是唐宋间的巨大社会转型与变

革。庶族地主或寒门出身的士大夫阶层则是推动这一社会转型的中坚力量。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

一社会史进程，我们大体可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中唐时期开始的封建宗法经济结构改革促成了平民士大夫阶层地位的上升。自汉魏以来，

虽历经社会动荡，门阀贵族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受到了较大冲击，但由于根深蒂固的礼法制度与礼法意

识的作用，仍能在唐初得以维持。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政府在大臣杨炎的主导下施行财政改

革，促使主张土地国有的均田令被废除，私人对土地的占有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自此，庶族地主

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迅猛发展，并最终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之相应的是，庶族地主及寒

门出身的士子通过科考也开始登上朝堂，逐渐成为政治与思想文化的重要参与者甚至主导者。中国

封建社会由此开始逐步向后期转化，并在两宋完成。

第二，宋代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为士大夫的思想学术自由提供了保障。唐宋两代，由于统治者对

文人地位和作用的日渐重视，也就相应地给予了思想学术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宋初，统治

者虽然得益于武将的拥戴而立国，但也因此而奠定了他们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太祖在立朝之初

就于金銮殿上勒石为铭，强调“不杀士大夫”，极力推尊文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因此，

整个有宋一代，官学与私学教育都十分兴盛，科考取士制度愈发完善，规模远甚于唐。思想界学派纷

立，众说并起，士大夫的社会流动、言论、结社与学术出版相对自由，由此带来了文化事业与学术思想

的繁荣。虽然两宋期间也有过“党禁”之祸，但其真正根由在于政治斗争，从思想史进程来看，它们对

宋代思想学术的发展并无太大影响。

第三，两宋军事与外交的困局极大强化了士大夫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在整个华夏民族

的历史上，宋朝应该是军事力量最孱弱的王朝之一。到了王朝的中后期，朝纲愈益腐朽，军事屡遭败

绩，由此又不断带来外交上的屈辱。两宋士大夫们面对亡国灭族的危难时局，传统儒家本有的忧患意

识和经世精神在他们身上更是空前强烈起来，并进一步激发和促使他们“革新政令”“创通经义”[1]，努

力建构起内圣外王、明体达用、义理为先的两宋新儒学（即宋学的主体部分），希望藉此上以“正君”，下

以“化民”，奋勇投身于社会政治舞台的前沿。而在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同时，他们更是成为了宋学形

成之思想学术史进程的推动者和完成者。

综上可见，就宋学的形成与发展而言，其正是唐宋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思想学术与社会发展紧密结

合、彼此影响的理论结晶。在今天看来，我们若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理解某一学术流派的形成路径，

绝不能忽略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史背景，否则将会失之单薄与片面。当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

个人创造力的作用，在宋学的思想史进程里，较典型者如程颢。他曾不无自豪地说：“吾学虽有所受，

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2]“天理”或曰“理”这一最高形而上本体概念的提出，原本就是士大夫们

“创通经义”而“自得于心”的重大成就，实乃宋学之义理化趋向与特征的基本标志。这一观念体系再

经由朱熹的集大成式发展，遂最终构成了宋学的核心与灵魂，宋学至此也可以说是发展到了其最具代

表性的理论形态。

〔责任编辑：洪 峰〕

[1]这是钱穆先生所归纳的宋学精神的两大方面：“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见钱穆：《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

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

[2]〔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十二，《二程集》，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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